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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次数对记忆源检测图片偏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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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复旦大学心理系, 上海 200433)  (2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上海 200062) 

摘  要  人们总是会根据他们对记忆工作模式的原有假设或图式来进行源检测, 这使得图片—文字源检测

测验中出现图片偏向, 即人们更多倾向于将以文字方式呈现的项目错误归源于视觉图像形式呈现, 而不是

将图像形式呈现的项目归于文字形式呈现。实验采用标准的源检测范式, 考察了学习次数对记忆源检测图片

偏向的影响。结果发现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加, 记忆源检测的图片偏向越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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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 纪 70 年 代 开 始 , 研 究 者 们 对 自

Ebbinghaus 以来的记忆研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不

少研究者提出实验室中的记忆研究往往脱离现实

生活, 无法解决记忆中真正重要的问题。在这样的

背景下, 70 年代末, Johnson 及其同事开创了一个和

日 常 生 活 息 息 相 关 的 研 究 领 域 ——记 忆 源 检 测

(Johnson, Taylor, & Raye, 1977)。记忆源检测(source 
monitoring), 也即来源记忆, 指的是通过对记忆信

息的评估和决策, 来判断记忆、知识或信念来源的

过 程 (Johnson, Hashtroudi, & Lindsay, 1993; 
Mitchell & Johnson, 2009), 它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

现象密切相关, 源检测的失败往往被认为是错误观

念形成、证人证词可靠性降低和创作过程中出现无

意识抄袭的重要原因(Gilbert, Tafarodi, & Malone, 
1993; Landau, Thomas, Thelen, & Chang, 2002; 
Thierry, Goh, Pipe, & Murray, 2005; 朱磊, 郭秀艳, 
2007)。其中, 源检测的先验性图片偏向被认为与证

人证词记忆易受误导有着密切的联系(朱磊, 2009)。 
1.1  记忆源检测的先验性图片偏向 

人类的记忆总是会受到原有的经验图式的影

响。Bartlett (1932)早就指出人们对知觉对象的观念

或图式会渗入人们对该对象的记忆。源检测, 作为

记忆现象的一种, 也不例外。源检测的先验性指的

是源检测易受到原有经验图式影响 , 它主要体现

在：人们总是会根据他们对记忆工作模式的原有假

设或图式来进行源检测 (Johnson, Raye, Foley, & 
Foley, 1981; Johnson, 1997)。人们拥有许多先入为

主的经验, 例如：他们通常认为来自外部源的记忆

应包含更多感知线索, 而来自内部源的记忆应包含

更多认知加工, 这些经验指导并影响着他们的来源

决策。当在源检测测验后, 要求被试言语报告他们

的归源依据时, 被试时常报告他们是基于某些知觉

特征而将项目归于外部来源, 如“我记得他的嗓音, 
因此该词是他念的 , 而不是我”, 而基于某些认知

操纵特征将项目归于内部来源, 如“我很确信是我

念了这个词, 因为我当时曾联想到其他内容”、“该

词看似很熟悉, 但是我不记得我对此做过什么, 因

此 该 词 一 定 是 他 念 的 ”(Johnson et al., 1981; 
Hashtroudi, Johnson, & Chrosniak, 1990; Johnson, 
Bush, & Mitchell, 1998)。 

依据对记忆工作模式的原有假设或图式判断

来源, 往往会使源检测带有一些偏向。图片—文字

源检测测验中出现的图片偏向便是其中之一。众所

周知 , 记忆可以区分为语言文字记忆和图像记忆 , 
和语言文字记忆相比 , 图像记忆视觉信息更丰富 , 
更形象化(Paivio, 1975)。大多数人对于图像记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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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性了如指掌, 他们往往会将形象化的理念加

载到源检测任务上, 而使源检测倾向于符合这一原

则。以往研究发现当分别以图片或词语的方式向被

试呈现一系列项目, 并在随后的测验中要求他们判

断来源, 即项目的呈现方式时, 被试表现出图片偏

向, 他们更多倾向于将以文字方式呈现的项目错误

归源于视觉图像形式呈现, 而不是将图像形式呈现

的项目归于文字形式呈现(Foley, Durso, Wilder, & 
Friedman, 1991; Riefer, Hu, & Batchelder, 1994; 
Foley, 1998)。这是因为, 几乎所有被试都了解图像

记忆形象化的特性, 另一方面, 文字信息容易引起

被试的内部想象过程, 即将文字转化为视觉图像的

过程, 当被试在测验中, 再次遇到文字呈现项目时, 
往往会激活由想象过程导致的丰富视觉信息, 而根

据文字记忆不如图像记忆形象的经验, 被试则倾向

于将视觉信息丰富归因为项目是以图像方式呈现的。 
因此, 图像记忆形象化作为被试对记忆工作模

式的固有经验, 影响、指导被试将包含丰富视觉信

息的文字记忆归于是以图片方式呈现的, 导致图片

—文字源检测中出现图片偏向。 
1.2  源检测的图片偏向与学习次数 

记忆源检测的这种图片偏向很有可能是证人

证 词 记 忆 易 受 误 导 的 原 因 。 1974 年 , Loftus 和

Palmer 首先借助于误导信息范式 (misinformation 
paradigm)揭示了证人证词记忆易受事后误导性提

问或描述的影响而发生偏差。其后, 许多研究者对

于这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不同角度进行了

探 讨 (Lindsay & Johnson, 1989; Zaragoza & 
Koshmider, 1989; Belli, Lindsay, Gales, & McCarthy, 
1994; Zaragoza & Lane, 1994; Roberts & Blades, 
1998; Bjorklund et al., 2000; Giles, Gopnik, & 
Heyman, 2002; Mitchell, Johnson, & Mather, 2003; 
Eakin, Schreiber, & Sergent-Marshall, 2003; Lane, 
2006; Thierry & Pipe, 2009)。在这些研究中, 研究者

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为何会将事后提问或描

述中的误导信息归于是真实发生过的？根据记忆

源检测的先验性图片偏向, 可以对证人证词记忆易

受误导做如下解释：证人在笔录过程中, 往往会自

发地对文字方式出现的误导项产生联想、想象, 这

些过程使得误导项越发形象化, 包含的视觉信息越

来越多。因此, 根据文字记忆不如图像记忆形象化、

包含较多视觉信息的经验, 证人倾向于将这些视觉

信息较为丰富的误导内容归于亲眼见到过的, 而不

是在以文字形式呈现的描述、问题中出现过的。 

许多研究证实了上述假设。这些证据主要来自

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 在有关证人证词记忆的研

究中, 被试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先验性图片偏向, 即

当研究者将问题或描述中的误导项、录像或幻灯片

中见证到的真实项和一些新的项目混合呈现给被

试, 要求被试进行源检测时, 被试更多倾向于将误

导项归源于在录像或幻灯片中出现, 而不是将真实

项归于在问题或描述中出现 (Lindsay & Johnson, 
1989; Multhaup, De Leonardis, & Johnson, 1999; 
Frost, Ingraham, & Wilson, 2002)。第二, 有研究显

示通过提高误导项的形象化程度(强迫被试仔细想

象或虚构误导项的内容)来增大图片偏向发生的可

能 性 , 结 果 被 试 的 证 人 证 词 记 忆 更 易 受 误 导

(Shapiro & Purdy, 2005; Chrobak & Zaragoza, 
2008)。第三, 另一些研究进一步发现当训练被试的

源检测技巧, 防止他们根据普遍的经验图式做出决

策(例如：被试源检测正确时, 正强化, 错误时, 给

出正确源或提高源检测的标准)时, 他们受误导的

概率则明显降低(Thierry, Spence, & Memon, 2001; 
Thierry & Spence, 2002, Hekkanen & McEvoy, 2002; 
Thierry et al., 2005)。 

然而, 到目前为止, 很少有研究出于控制证人

证词记忆受误导的目的, 直接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

记忆源检测的图片偏向以及如何降低记忆源检测

的图片偏向。因此, 本研究拟对此做初步的尝试。 
那么, 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记忆源检测的图片

偏向？由于源检测图片偏向是记忆错误的一种倾

向性, 我们推测会影响记忆错误率的因素可能会影

响源检测的图片偏向。至于记忆错误或记忆失败,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记忆提取是否成功与项目的

激 活 水 平 有 关 。 全 面 匹 配 模 型 MINERVA2 
(Hintzman, 1988)指出记忆提取是否成功与探测项

所引起的总激活量有关, 而整合全息联想回忆模型

CHARM (Metcalfe, 1990)也认为记忆提取的成功与

否取决于一个整合的记忆痕迹的激活强度。这就是

说, 能影响项目激活水平的变量都会影响记忆错误

率。例如, Craik 和 Tulving (1975)、Bower 和 Karlin 
(1974)发现随着加工水平的提高 , 再认错误率降

低。Brainerd、Reyna 和 Kneer (1995)、Tussing 和

Greene (1999) 研究发现增加学习次数能显著降低

再认的错误率。 
因此, 本研究选择了学习次数作为自变量, 考

察它对记忆源检测图片偏向的影响, 以期为提高证

人证词的可靠性提供借鉴。实验采用标准的源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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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式, 在学习阶段, 分别以图片和文字两个方式向

被试呈现一系列项目, 有些项目呈现一次, 有些呈

现两次 , 在测验阶段 , 要求被试进行图词源检测 , 
即判断旧项目的呈现方式。此外 , 值得一提的是 , 
为了确定对学习次数变量操纵的有效性, 考察它对

记忆错误率的影响, 在测验阶段, 除了包含图词源

检测任务外, 还纳入了再认任务, 与源检测任务交

替出现, 检验学习次数对再认错误率的影响是否符

合前人的结论。根据记忆错误率随学习次数的增多

而下降, 可以对结果作以下三种预期：随着学习次

数的增加, (1) 图片到文字的归源错误率下降幅度

大 于 文 字 到 图 片 的 归 源 错 误 率 , 图 片 偏 向 消 失 ;  
(2) 两者下降幅度相等, 学习次数不影响图片偏向; 
(3) 图片到文字的归源错误率下降幅度小于文字到

图片的归源错误率, 图片偏向越发明显。 

2  方法 

2.1  被试 
共计 27 名被试参与了本实验, 男性 9 人, 女性

18 人, 年龄在 19~29 岁之间, 此前未参加过类似的

实验。 
2.2  设计 

采用 2×2 被试内实验设计。第一个自变量为学

习材料的呈现方式, 包括图片和文字两个水平; 第

二个自变量为学习材料的呈现次数, 包括一次和两

次两个水平。此外, 本实验采用两种不同的测量指

标, 再认和图词源检测两种测验。 
2.3  材料 

本 实 验 所 用 的 材 料 来 自 于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CRL-IPNP(Center for Research in Language- 
International Picture Naming Project)图片库, 该图

片库包含 520 张常见事物的黑白线条画, 已建立美

国英语、德语、墨西哥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保加

利亚语、匈牙利语和普通话 7 种语言的常模。从该

图片库中随机选择 192 张图片作为实验材料。其中, 
144 张作为学习材料, 另外 48 张作为再认测验的新

项目。144 张学习材料中, 72 张图片保留其图片形

式, 而另外 72 张图片转换成其所对应的中文名称

(由 2 到 3 个字组成)。学习项以两种方式呈现——
图片或名称(文字), 图片都以 15.4×15.4 度的大小呈

现在白色的计算机屏幕中央, 而事物的名称则以黑

色、黑体字呈现在白色计算机屏幕中央, 每个字的

视角大小为 5.7×5.7 度, 两种方式呈现的材料在命

名度上无显著差异, t(142)=1.43, p=0.156>0.05。学

习时, 有些项目学习一次, 有些两次。测验时, 在

144 个学习项中随机抽取 96 个, 作为图词源检测任

务的材料, 其中, 一半在学习阶段以图片方式呈现, 
一半在学习阶段以文字方式呈现, 一半是学习过一

次的, 一半学习过两次, 其余的 48 个, 结合另外 48
个新项目, 作为再认任务的材料。将所有的测试项

都转换成其所对应的中文名称(由 2 到 3 个字组成), 
和指导语(“图词”还是“新旧”)一起呈现于屏幕上 , 
屏幕的上方呈现测试项, 以黑色、黑体字、居中呈

现, 每个字的视角大小为 5.7×5.7 度, 屏幕的下方

呈现指导语, 以黑色、黑体字、居中呈现, 每个字

的视角大小为 4.0×4.0 度。 
2.4  程序 

整个实验分为两个阶段：学习阶段和测验阶段。 
在学习阶段, 144 个学习项按照随机顺序、分别

以图片或文字两种方式依次呈现, 被试的任务就是

尽可能地记住它们。其中 , 一半学习项呈现一次 , 
一半呈现两次, 共计 216 个试验。学习次数在不同

的呈现方式上进行平衡。每个学习项呈现 1500ms, 
每个学习项呈现之前, 都会出现注视点“+”, 呈现

500ms。 
在测验阶段, 192 个测试项及其相应的指导语

按照随机顺序依次呈现, 被试的任务按照指导语的

不同而不同。当指导语为“图    词”时, 被试判断

该事物在学习阶段是以图片方式呈现, 还是以文字

方式呈现, 当指导语为“新    旧”时, 被试判断该

事物在学习阶段是否出现过。两种指导语各出现 96
次。每次试验, 被试必须在 10 秒内做出反应, 否则

程序将自动跳入下一次试验。 

3  结果 
下面将从四个方面报告本研究的结果。首先, 

考察学习次数变量的有效性。其次, 在确认了学习

次数变量有效之后, 考察源检测的图片偏向, 以及

学习次数对图片偏向的影响。最后, 借助信号检测

论(signal detection theory), 分析学习次数的效应到

底作用于辨别力还是判断标准。 
3.1  学习次数变量的有效性 

统计两种学习次数条件下, 再认任务的错误率, 
即旧项目的漏报率。发现学习两次时, 再认的错误

率明显低于学习一次时, t(26)=9.16, p=0.000<0.01。

这说明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加, 再认的错误率显著降

低, 学习次数的操纵对记忆错误率产生了显著的影

响, 即学习次数变量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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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习次数对图片偏向的影响 
统计被试在两种学习次数条件下的两种错误

归源率, 结果见图 1。 
 

 
 

图 1  两种归源错误随学习次数的变化 
 
从图 1 中可见, 虽然在学习一次时, 两种归源

错误的概率差不多, 但是当学习次数增加到两次时, 
两种归源错误率间的差异增大, 将文字错误归源为

图片的概率高于将图片错误归源为文字的概率, 即

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加, 图片—文字源检测的图片偏

向显现。2 错误类型×2 学习次数 ANOVA 分析发现：

(1) 同上, 错误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 26)=3.78, 
p=0.063; (2) 学习次数的主效应显著, F(1, 26)=27.00, 

p=0.000<0.01, 和再认任务一样 , 随着学习次数的

增多, 归源错误越来越少; (3) 错误类型和学习次

数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 26)=6.37, p=0.018<0.05, 
如同上述第三种预期, 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多, 两种

归源错误下降幅度不同, 图片到文字的归源错误率

下降幅度大于文字到图片的归源错误率, 图片偏向

显现。进一步地分析错误类型在学习次数上的简单

效应, 结果发现当学习一次时, 两种归源错误率无

显著差异, F(1, 26)=0.18, p=0.675, 而学习两次时, 
将文字错误归源为图片的概率显著高于将图片错

误归源为文字的概率, F(1, 26)=10.10, p=0.004<0.01; 
另一方面, 学习次数在错误类型上的简单效应分析

发现将图片错误归源为文字的概率随着学习次数

的增加而显著下降, F(1, 26)=25.50, p=0.000<0.01, 
而将文字错误归源为图片的概率却不受学习次数

的影响, F(1, 26)=4.06, p=0.054。 
3.3  学习次数对辨别力指标 d’和判断标准 β 的

影响 
根据信号检测论, 分别以文字来源和图片来源

为目标, 统计文字源检测和图片源检测的 d’和 β, 
结果见图 2。必须指出的是, 由于 d’表示的是文字

和图片项目分布中轴线之间的距离, 因此, 不管以

文字还是以图片来源为目标, 计算获得 d’是一样的

(见图 2)。 

 

 
 

图 2  d’和 β 随学习次数的变化 

 
从图 2 中可见, d’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多而提高, 

t(26)= 5.94, p=0.000<0.01。就 β 而言, 从图 2 中可

见, 图片源检测的判断标准几乎不受学习次数的影

响, 而文字源检测的判断标准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多

而提高, 暗示了学习两次时才出现图片偏向, 似乎

和两种源检测判断标准的相对变化有关。2 源检测

×2 学习次数 ANOVA 分析发现：(1)源检测的主效

应显著, F(1, 26)= 6.12, p=0.020<0.05, 说明文字源

检测的判断标准都高于图片源检测; (2)学习次数的

主效应显著, F(1, 26)=6.19, p=0.020<0.05, 说明总

得来说, 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多, 判断标准提高; (3)
源检测和学习次数的交互作用显著, F(1, 26)=4.28, 



6 期 朱  磊 等: 学习次数对记忆源检测图片偏向的影响 637 

 

p=0.049<0.05, 说明两种源检测的判断标准随着学

习次数而变化的趋势不同。进一步地分析源检测在

学习次数上的简单效应 , 结果发现当学习一次时 , 
两种源检测的判断标准无显著差异, F(1, 26)=1.99, 
p=0.171, 而学习两次时 , 文字源检测的判断标准

显著高于图片源检测 F(1, 26)=5.67, p=0.025<0.05; 
另一方面, 学习次数在源检测上的简单效应分析发

现学习次数对图片源检测的判断标准影响不显著, 
F(1, 26)=0.11, p=0.741, 而文字源检测的判断标准

随 着 学 习 次 数 的 增 多 显 著 提 高 , F(1, 26)=5.29, 
p=0.030<0.05。 

4  讨论 
本研究借助标准的源检测范式, 考察了学习次

数对记忆源检测图片偏向的影响。在学习一次时, 
两种归源错误的概率差不多 , 未表现出图片偏向 , 
但是当学习次数增加到两次时, 两种归源错误的下

降幅度不同, 图片到文字的归源错误率下降幅度大

于文字到图片的归源错误率, 图片偏向显现。 
首先, 一次学习时未发现记忆源检测的图片偏

向 , 这 一 结 果 不 同于 以往 研 究结 果 (Foley et al., 
1991; Riefer et al., 1994; Foley, 1998)。我们推测首

先这可能是研究方法上的不同所导致的：(1)Foley
等人的研究采用儿童作为被试, 而本研究使用的是

成年人; (2)Riefer 等人的研究采用小组实验, 而本

研究使用单独实验。其次, 可能是由于不同研究范

式所涉及的内部加工机制不同所致。比如, Foley 等

人、Riefer 等人的研究刺激呈现速度都相对较慢, 
本研究呈现的速度比较快(1.5s), 被试可能还来不

及通过更多的想象过程使其包含更多的视觉形象

信息。再如本研究的结果之所以与误导信息范式下

的研究结果(Lindsay & Johnson, 1989; Multhaup et 
al., 1999; Frost, Ingraham & Wilson, 2002; Hekkanen 
& McEvoy, 2002)不同, 可能是由于误导信息范式

多采用录像或幻灯片方式呈现材料, 并且材料之间

存在内部联系, 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 在事后遇到

文字呈现的误导信息时, 被试更加容易想象当时发

生情况, 将其重构入真实事件的记忆, 导致将文字

错误归源为录像或幻灯片的概率提高, 而本研究采

用标准的源检测范式, 材料的整体性较差, 当学习

项目首次以文字方式呈现时, 由于呈现的速度比较

快(1.5s), 被试可能还来不及通过更多的想象过程

使其包含更多的视觉形象信息, 因此, 不容易发生

图片偏向。 

其次, 本研究发现当学习两次时, 将图片错误

归源为文字的概率显著下降, 而将文字错误归源为

图片的概率却没有由于学习次数的增加而下降, 图

片偏向显现, 这表示将文字方式呈现的信息归于视

觉图片方式呈现似乎是人类较为稳定的一种倾向

性。进一步的分析发现, 记忆源检测图片偏向的出

现与判断标准的变化有关 , 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加 , 
文字源检测的判断标准显著提高, 而图片源检测的

判断标准却维持不变, 因此, 将图片错误归源为文

字的概率显著下降 , 两种归源错误下降幅度不同 , 
图片偏向出现。在此, 我们可以对图片偏向随学习

次数增加而越发明显的内在加工机制做进一步的

猜测：可能在学习一次时, 由于学习时间较短, 对

不同类型材料的记忆只能采用基本的记忆加工方

式 , 对文字材料 , 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表象转化 , 
因此, 两种错误发生的概率无显著差异, 而在第二

次学习时, 由于对材料相对较熟悉, 记忆深刻, 总

的记忆错误率下降, 但是, 对于文字材料, 则有足

够的时间进行表象转化, 导致文字记忆易图片记忆

产生混淆 , 这抵消了记忆错误率下降的总体趋势 , 
表现为文字到图片的错误率并无显著下降, 使得图

片偏向显现。 
总之, 本研究发现随着学习次数的增加, 记忆

源检测的图片偏向越发明显。这一结果暗示我们, 
至少, 在某种程度上, 增加学习次数的方法不适于

用来减少图片偏向发生的可能性, 并进而提高证人

证词记忆可靠性。 

5  结论 

本研究借助标准的源检测范式, 考察了学习次

数对记忆源检测图片偏向的影响。在一次学习时, 
两种归源错误的概率差不多 , 未表现出图片偏向 , 
但是当学习次数增加到两次时, 图片偏向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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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ople often rely on formal knowledge as well as experience about how memory works when evaluating the 
source of remembered information (Johnson, Raye, Foley, & Foley, 1981; Johnson, 1997). Such reliance may 
lead to the picture preference bias, a tendency to misattribute perceived words as pictures rather than 
misattributing perceived pictures as words in a word-picture monitoring task (Foley, Durso, Wilder, & Friedman, 
1991; Riefer, Hu, & Batchelder, 1994; Foley, 1998). Previous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at picture preference bias 
in source monitoring may have played a role in the misinformation effect in eyewitness memory research. 

In the present study, the effect of repeated exposure on the picture preference bias was examined in a 
standard source monitoring paradigm. A 2 (Item type: word vs. picture) × 2 (Exposure: once vs. twice) × 2 (Test: 
source monitoring vs. recognition) within-subjects design was employed. The participants studied 144 words or 
pictures either once or twice during the study phase. They then completed a mixed source monitoring and 
recognition test. 

The results reveale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source misattribution type and exposure so that the 
picture preference bias emerged only after repeated exposure: The error of misattributing perceived words to 
picture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misattributing pictures to words in the repeated exposure condition, 
but not in the one exposure condition. 

Findings from the present study suggest that attempting to enhance eyewitness memory by repeatedly 
exposing the witnesses to the remnants of the original event could be counterproductive. 

Key words  source monitoring; picture preference bias; eyewitness testimony; exposure times 


